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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曹丹红 

(南京大学 外 国语 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 ，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 

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沦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 

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 ，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 

味着基于译本进行 的文论研究须与 译本拉 开一定 的距离 。翻译视 野又包 括转换 意识 、语境 意识 、差异 意 

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 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 

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 

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 

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人地理解与反思西 

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 

体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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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 出现反思趋势，不仅对新时期以来国内西方文论研究的问题与 

弊端进行反思，也对西方文论本身进行了反思。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无疑需要反思精神。便于我们实 

事求是地用辩证的眼光来扬长避短。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观察到，如果说某些批判十分犀利中 

肯，那么也有些批判却对批判对象有较深的误解，且这些误解存在某种共性。以下我们将借助两个 

法国文论研究个案来揭示这一共性，并对西方文论研究的有效性问题进行粗浅的思考。 

一

、 两个西方文论阐释个案 

首先是罗兰 ·巴特及其“零度写作”理论。巴特是最为中国学者熟悉但也最受诟病 的法 国文论 

家之一，他的“作者已死”论断从产生至今已在国内外引发数轮论战，不久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报 》上的一篇文章则对他的另一重要概念“零度写作”提出了质疑。在这篇题为《“零度写作”是文学 

乌托邦》的文章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巴特提出“零度写作”概念的结构主义理论背景，转述了“零度写 

作”的概念：“所谓‘零度写作’，是指作者要时刻提防其泛滥的情感‘淹没了他的心灵，淹没了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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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淹没了他的笔端’，作者应以一种‘零度 的情感投入创作中，是一种追求几近‘白色’无痕的直陈 

式文学创作模式，与古典写作力图表现的‘文字的现实的客观再现’截然不同。”_】 作者随后又从与 

生活绝缘、客观描述和作者缺场三个维度分析了“零度写作”的内涵，进而指出，尽管巴特一再强调 

“真正的文学写作是零度式的写作”，但“首先，文学创作无法 自外于生活，文学是社会的镜像，是对 

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再现”；“其次 ，文学创作 的意识形态观照和引领不可缺失，文学是知识 、情感和价 

值体系的统一，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再次，作者赋予文本以艺术生命⋯⋯作 

者的缺失终将导致文学文本解读的狂欢”。文章最后指出，“‘零度写作’强调作者的‘不在场’，极力 

贬低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作用，与姚斯、伊塞尔等接受美学学者的主张如出一辙。当文学写 

作沦为彻底的零度式写作时，文学自身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语言的乌托邦”_1]。 

但阅读《写作的零度》后我们发现，上述对“零度写作”的三点批评并没有切实依据。巴特在 

《写作的零度 》中提出了“写作 ”概念 ，讨论了其本质 ，并指 出写作作 为“一种体现语言之明显介入 

性质 的形式．gz]z4，是作者有意识选择既有语言符号进行表达 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揭示 出写作的 

明显意 图性及其 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 。实际上 ，在 引言中 巴特 已明确指 出 ，《写作 的零 度》的 

意图“在于尝试指出，形式的第三个维度(即写作，笔者注)同样——而且不能不说没有一种额外 

的悲剧色彩——将作家与社会联系起来；最后还在于让人体会到，任何一种文学都具备一种语 

言的道德观”L2 。，这句话无疑表明了巴特对文学的社会与道德维度的肯定。另一方面，《写作的 

零度》出版于 1953年 ，而提出著名论断“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E3367的文章《作者之 

死 》法文版发表于 1968年 。在这种情况下 ，指出《写作 的零 度 》“强调 了作者 的 ‘不在场 "’，则 是 

以巴特后期的观点去阐释甚至批判其早期的观点，忽略了巴特思想发展的历史性 ，多少有“强制 

阐释”[ 之嫌 。 

其次是德里达及其解构思想。国内对德里达的译介、接受与研究也已经历较长时间。与巴特 
一 样 ，德里达的思想和理论对 国内哲学与文学研究产生过并仍产生着深刻影响，同时也遭受 了来 自 

这两个学科及其他学科的尖锐批评。盛宁曾提到哲学界对德里达的批评，如某“哲学引论”将“解构 

主义”界定为“对一切既存的理论、价值、文化乃至社会等所有具有结构或本质的东西进行质疑和发 

起挑战 ，进而最终达到彻底或全 面颠覆的 目的，，[ ]2船。从这样 的界定出发 ，德里达的思想又被贴上 

了诸如“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等标签，甚至被指责玩弄“文字游戏”“故弄玄虚”，连学术研究的真诚 

与严肃性都遭到了怀疑。张江在批判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论》一文中即对德里达和解构主 

义提出了三点质疑：解构主义并非来源于实践，而是来 自于一种“消解意义的目的-E4315，是以理论 

生成理论的典型代表；解构主义不关心具体事物，在文学批评中，它只关心如何运用抽象的结构与 

符号去化约原本鲜活多样的文本；解构主义刻意强调与传统的断裂，因此“是对以往价值的彻底否 

定” j1 。基于这样的理解，张江认为解构主义体现出了混乱的认识路径。 

《强制阐释论》是中国学界反思西方文论的突破性成果，这种反思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贡献毋庸置疑。不过，文章对德里达与解构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也存有值 

得商榷之处。首先，从理论产生的路径看，德里达应是在 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中首次提出解 

构的概念。《论文字学》在对西方哲学名著的解读与分析之后质疑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探 

讨了其中有关声音与文字的对立和等级化问题，批判了语音中心主义，提出了建立文字学的设想。 

在我们看来，《论文字学》的论证是严密的，从其论证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是水到渠成。如果说这种路 

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 ，那么受批判的就不应只是德里达及其同行，因为很多非实证研究遵循的 

都是这样的理路。另一方面，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德里达曾向他透露，《论文字学》的 

灵感来 自他为著名人类学家勒卢瓦古朗(Andr6 Leroi—Oourhan)撰写书评的经历，勒卢瓦古朗的技 

术型考古发现与研究对德里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c8 。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也指出了德里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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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经历对他解构思想的潜在影响。因此可以说，德里达的理论同样来源于对实践 

的观察和思考，而并非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从理论到理论。其次，从批评方法看，德里达不止一次地 

指出：“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 

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我们应当分析的是这种具体上下文 

中的兴趣所在。显然，解构、解构姿态今天对于我来说与四十年前是不一样的，因为情况发生了变 

化，哲学场域、政治场域在法国、欧洲及世界皆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姿态在中国文化的实践也不可 

能是一样的，因为传统、语言都不同⋯⋯所以每一次具体的‘兴趣’都是不同的。”[7 也就是说，德 

里达同样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从对传统价值的态度看，德里达指出，每个解构事件都包 

含两个共性，先是对传统的回顾，随后是对这种传统的改变，但这种传统不是一般的传统，而是“霸 

权的谱系”[7jl ，也就是说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不是颠覆一切传统价值，而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 

威与霸权的对抗”_7j】 。解构也不是摧毁了事，而是“解”之后还有“构”，是在否定后说出“一种肯定 

的‘是’．[7J16，“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人，也是一种承诺，，[ ]1 。因此，至少从本人意图来说，德里达 

的学说并非对传统价值的彻底否定。 

这两个个案表明，即使是巴特、德里达这样为西方文论研究者所熟知的理论家，对他们的误读 

仍然可能存在。误读的原因是多重的，而对上述案例及其他案例的考察令我们意识到，从 目前国内 

西方文论研究现状来看，误读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者依据的文献主要还是中译文，却时常 

倾向于将译文直接当作原著，进而将译介层面的问题当作原作者的逻辑硬伤或思想缺陷。因此，为 

了尽可能避免误读，提高西方文论研究与反思的有效性，基于译文进行的西方文论研究首先应当具 

备某种视野 ，我们姑且称之为翻译视野 。 

二、翻译视野的内涵之一：转换意识 

简单来说，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西方文论研究需要与译 

本拉开一定的距离。在我们看来，翻译视野具备三重内涵。首先是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 

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文论重在观点的阐述与思想的表达，但其 

语言形式仍然并非完全透明，文论语言的能指往往也有意义，那些喜欢玩文字游戏、偏爱创造新词 

的当代文论尤其如此。传记《罗兰 ·巴特》的作者萨莫瓦约(Tiphaine Samoyault)曾在一次讲座中 

提到，巴特喜欢玩文字游戏，这给翻译制造了很多障碍，也使得被翻译的巴特失去了一部分魅力。 

除了文字游戏，巴特还有其他较为明显的写作风格，例如与定冠词相结合的单词首字母大写的运 

用 ]，这种 风格在 《写 作 的零 度》中有 较为 明显 的体 现。在该 书 中被大 写首 字母 的包括 

“Littfrature”(文学)、“Belles-Lettres”(美文)、“Histoire”(历史)、“Narrateur”(叙述 者)、“Nature” 

(自然)、“Temps”(时间)等关键概念。以“Litt~rature”(文学)为例，在我们看来，大写将普通名词 

提升至专有名词的地位，也即当巴特写下大写的“文学”时，文学不再是对某个界限不清、内容随时 

空变化而变化的集合的一般性称呼，而成为一种特指，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建制”[2 ，与某 

种主流文学观紧密相连，而非现实存在的文学作品的总和。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理解巴特在《写作 

的零度》或其他论著中对大写“文学”所持的否定态度：他要否定的并非现实存在的文学，而是一种 

不顾社会历史现状，将某时代甚至某阶级的文学观作为超验价值提取出来并赋予其普适性的做法。 

他对古典“文学”或者说“美文”的否定也应从这个角度理解，他反对的并不是古典“文学”的诗学准 

则，而是“古典”时期结束很久以后，人们还将其准则当作价值评判标准的做法。反观某种流传较广 

的译文，如大写的“文学”等词语的标记性色彩并没有得到突出，容易令读者混淆概念的外延与内 

涵 ，进而误解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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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普遍的角度说，语言的不透明性首先来自其与传统的联系。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很多都可 

追溯至古希腊或拉丁语词源，又在历史长河中几经变化，吸收了其他含义，具备了丰富的联想意义。 

韦勒克就曾考证“criticism”一词的产生与演变，最后指出“词有其本身的历史”L9 。，而在语言转换 

后，由原语体现的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就有可能消失，甚至被译语与译语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所取 

代，“criticism”或“la critique”被翻译成“批评”后在国内学界引发的争议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不 

透明性也表现为术语、概念与系统的联系，这个系统小到提出术语、概念的著作，大到整个学科乃至 

整个语言体系，而词语的意义与价值按照索绪尔的观点，由其在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以上文提到的 

“d6construction”(解构)为例，这个词不仅有所指意，更有其与“structuralisme”(结构主义)、与海德 

格尔的“destruction”(摧毁)等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所形成的价值；而且德里达选用法语中罕见的 

“dficonstruction”一 词，与其 说是 为 了体 现 标新 立 异精 神，不 如说 是为 了与海 德 格尔 的 

“destruction”保持距离。因此从译文字面出发将“解构”视作彻底的否定和颠覆，是对德里达意图 

的误解。再如德勒兹的“ligne de fuite”概念，其译文“逃逸线”也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一些研究者 

进而将“逃逸线”理论视作一种有关逃逸、逃离、逃亡的理论 ，意在鼓动人们“‘逃离’当下在物质或精 

神上限制人们的环境”[1o]n ，实际上德勒兹多次强调“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错误在于认为逃逸线是 

逃离生活、逃至想象或艺术中~[11160。对于语言转换造成的不对称现象，王宁有深刻的认识：“我想 

提醒国内学者的是，讨论西方文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一定不能仅仅依赖翻译，甚至出自德文和法 

文的术语一旦翻译成英文也会发生变异，更不用说翻译成完全不 同于西方语言文化 的中文 

了。’，[ 2] q 反过来 ，当研究者具备这种翻译视野与转换意识时，其在 文学理论研究或批评实践中 

或许就能更为谨慎地对待“舶来”的术语和概念了。 

二、翻译视野的内涵之二：语境意识 

语境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与我们所谈论的问题相关的主要是文化语境。严绍望将文化语境定 

义为“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3，这一文化场域又具有两 

个层面的意义。“其第一层面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其第二层面 

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 

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1333在 

我们看来，西方文论研究中的语境意识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 

首先是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作为时间的一部分，在 

那时间之内以及为了那时间发挥作用，并做出回应的理论，必须放在那一时间和地点之内才能领 

会。~[141423这意味着理论总是与一定的时空挂钩，是具体历史文化社会语境的产物。同时，“发挥作 

用”“回应”等字样表明，理论往往是在实践或理论问题的召唤下，应一定的需求而产生，西方文论同 

样如此。以“零度写作”概念为例。巴特曾在书中断言：“相对来说，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 

的写作，或者也可以说是无语式的写作⋯⋯新的中性写作置身这些呼喊和审判中间，却不参与其 

中；它恰恰是由呼喊和审判的缺席构成的；但这种缺席是彻底的，它没有隐含任何避难所、任何秘 

密。,,[2359-6o一些批评者据此认为“零度写作”要求作者“不掺杂任何想法，‘冷眼旁观爱憎两种’’'L ， 

进而对巴特的社会责任感缺位提出批评。但结合《写作的零度》的创作背景，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 

解巴特提出“零度写作”的原因，进而更好地理解“零度写作”概念及巴特的思想本身。《写作的零 

度》出版于 1953年，一些研究者如桑塔格根据种种迹象推断其是对几年前出版的萨特的《什么是文 

学》一书的回应。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强调作家有介入的责任，也即文学要直接对社会发声，作 

家要通过行动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文学观决定了萨特对形式、内容及其关系的认识。严格来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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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对形式并不关 iL,，在他看来 ，一旦写作题材确定，寻找合宜的形式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与此同 

时，“风格应该不被察觉”一 。，风格要为内容服务，不能因凸显 自己而影响信息的传达，介入文 

学由此便将诗歌和注重形式创新的现代派文学排除在外。《写作的零度》可以说从多个方面对 

《什么是文学》进行了反驳 ：风格与创作主体的生理特征紧密相连，因此风格无法选择；语言同样 

无法选择 ，因为作家的语言总是与自身所属的阶级和特定文化传统相连，也就是说形式不可能 

“透明”，用巴特的话来说是“不存在无标记的书写语言⋯⋯文学也应指示某种不同于其内容和 

不同于其个别化形式的东西”L1 ；由于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对旧语言的破坏本身已经 

是一种颠覆行为 ，作家 的责任与其说 是撰写语调 悲怆 的檄 文 直接 向社会发声 ，不如说是在 自己 

擅长的领域，通过创造适应社会变化的新型语言来达成文学与世界的和解 ，进而发挥文学的功 

能。也就是说，巴特的文学观同样是“介入”的，只是与萨特对介入方式的设想不同。从《写作的 

零度》这个例子来看 ，将理论还原至其产生的特定时空、特定事件，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更为准 

确的把握 和更为深入的理解 。 

其次是创作者的认知形态。严绍显谈论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但其结论也适用于理论的创 

作者。我们仍以《写作的零度》为例。上述《“零度写作”是文学乌托邦》一文在界定“零度写作”时使 

用了如下措辞：“所谓‘零度写作’，是指作者要时刻提防⋯⋯作者应以⋯⋯”“‘零度写作’倡导文学 

写作本身不应⋯⋯作者应 自觉地⋯⋯文学创作应主动避免⋯⋯不应扮演⋯⋯”Ⅲ 由这种表述来看 ， 

作者将《写作的零度》视作了巴特向作者提要求、立规矩的文学宣言。在我们看来这是对巴特的误 

读，而误读或许产生 自某流传较广的译本的影响：《写作的零度》最后一篇《语言的乌托邦》的译文结 

尾中提到，“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当此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之时： 

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事实上，原文并没有预测这种新文学能否建立，只是设想了其任务，即 

“这种新‘文学’的全部语言创新只为实现一个 目标——令‘文学’成为语言的乌托邦”∞l6 。但我们 

知道 ，无论从《写作的零度》看还是从整体思想看 ，巴特都对这种作为语言乌托邦的“新文学”的建立 

抱持悲观而又清醒的态度，但译文不太准确的用词与不甚清楚的逻辑却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 

巴特对全部文学下了“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的指令，进而将巴特视作浪漫主义意义上的“纯文学” 

的代言人，并做出了“‘零度写作’是文学乌托邦”的反驳。 

上述分析充分体现出研究者把握巴特“认知形态”的重要性。巴特确实推崇零度写作，正如每 

个研究者都有 自己的立场，巴特也不例外。但坚持某种立场并不意味着要将这种立场强加于人，更 

何况巴特本人对零度写作的不可能性深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写作的零度》并非规约性研究，而 

是描述性研究，这一点从其序言中亦可见一斑 ：巴特在其中指出，“我们要进行的 ，是对(‘文学’符号 

与历史的)这种关系进行简述”Ⅲ2lg，是一种“文学符号史”_2 研究。历史研究只能是描述性的，因 

此，他列举加缪、布朗肖、凯洛尔的“白色写作”和格诺的“口语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宣传这些作家， 

将其作品设定为作家皆应效仿的典范，不如说是为了展示某种文学史，而白色写作和口语写作在当 

时的巴特看来，代表了这一发展脉络的最终阶段。不可否认，注重批评话语审美特质的巴特的文论 

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明晰的，这也给翻译制造了不少困难，因此，基于译文进行的研究更应具备语境 

意识，从作者的认知形态去理解、把握、辨析，必要时甚至纠正译文，令研究反哺译文，帮助提升后者 

的质量 ，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发展。 

四、翻译视野的内涵之三：差异意识 

差异意识是对原作与译作所处的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大的语境意识；两者的不 

同之处在于，差异意识既意识到产生原作 的文化语境 ，也意识到产生译作 的文化语境 ，更意识到这 



第 1期 曹丹红：西方文沦研究与翻译视野 

两者之间的差别。从空间差异看，在原语环境中，文论事出有因、先后有序，文论的产生与发展体现 

出其与文学实践及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但文论的“旅行”打破了文本与时空之间的必然 

联系。这可能会导致几个结果。首先，从表面来看，如果说原文本契合原语社会文化语境，那么译 

介的文本与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之间不一定完全契合，当契合度降低时，便会出现理论与现实错位的 

局面，被架空的理论由此显得大而无当、令人费解，不难想象其会被指责为纯粹的文字游戏或智力 

游戏 。德里达 的解构理论之所以遭到一些中国学者的猛烈批评 ，一个重要原 因可能在于 ，提出“解 

构”的《论文字学》首先是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汉语从源头起便是以书写为核心的表意文 

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奠基于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理论确实与我们的历史文化语境不甚契合，张江 

等学者也正是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展开了批评。 

从更深层次看，决定文论“旅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译人语国家的社会文化需求。在需求逻辑 

支配下，能满足译语社会文化期待的著作会优先得到译介，而原语文化中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甚 

至被译介作者本人的其他著作都有可能被忽略。文论在原语环境中扎根于作者的思想体系和原语 

的文化传统，处于与其他作者的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中，但译介活动将其孤立出来，并与接受活动 
一 起塑造了作者的某种形象，这有可能导致译语读者对著作和作者的思想产生片面认识，对《写作 

的零度》的误解或许正由此而来，对德里达与“解构”的误解也是如此。盛宁曾指出，“长期以来，我 

们恐怕太看重了‘解构’二字，把‘解构’看成了德里达哲学的全部，一根筋地只从‘解构’二字出发去 

认识和解读德里达”l5 ，例如在知网输入主题词“德里达”搜索，出现的论文大多与“解构”有关，但 

“‘解构’一词其实在德里达著述中所起 的作用是很小的” 舱。 

从时间差异看 ，原著与译著的出版时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出版于 

不同年代的原著可能在同一时间被译介，或者出版于相同年代的原著可能于不同时间被译介。 

原著出版的先后顺序被译著出版的先后顺序所取代后，原著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隐去，凸显出 

来的是不同著作对译语语境中某个问题的回答 ，但由于原著出版于不同时代，这些回答可能在 

理论与方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改革开放后，在文学理论与写作实践发展的双重需求下， 

2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兴起了西方文论“译介热”，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甚至 

后结构主义都在 同一时 间得到译 介 ，不 分先后 地涌至读 者面前 ，对 同一 位作者来 说也是 如此 。 

张晓明曾考证 了巴特文论在 中国的译介历程，他指出，1988年三联书店 出版的《符号学原 

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一书对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巴特起到了很大作用。《文选》选译了 

巴特从 1942年至 1977年间出版的作品中的 7部 ，按一定逻辑而非时间顺序对其进行了编排， 

张晓明认为，“译者试图通过一种特殊的顺序来向读者逐一展示巴特的文化身份——‘文学理论 

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及符号学家’~[17]123。这种同时性虽有助于我们在短时间内掌握 

大量信息，但也可能遮蔽同一位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 ，以及理论内部、理论之间的承袭或扬弃关 

系。如果此时不能对种种差异了然于心，就有可能在诸多产生自不同时空的理论之间进行无甚 

意义的比较，过快地对其功能与价值做出判断，这不仅影响我们对理论本身的理解，更影响对理 

论 的有效借 鉴。 

在国际学术交流程度 日益加深的今天，学术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内在地具有了跨ji| 性，也就是 

说我们的研究很难不参照国外 同行的成果 ，这就涉及“理论的旅行”。面对“旅行”中 理论 ，萨义德 

提出批评家应具备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是对于诸情境间差异的认识，也是对于任何体系或理 

论都穷尽不了它源于斯、用于斯的诸情境的一种认识” j4船，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认识到理论与实 

践的差距，认识到产生理论与运用理论的语境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 

类需要和利益开放”[1 j4驰，这与上文所提到的翻译视野中的语境意识与差异意识不谋而合。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旅行”至中国的理论至少到目前为止主要以翻译的形式出现，苏新宁在《中国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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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指出 ，“国外学术著作 (指译著 ，笔者注)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18]io，许钧也肯定了“学术译著对我 国人文学科 的发 

展及相关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所起到重要的推动力 和学术影响力”l】9]。。西方文论译介数量持 

续增长的今天 ，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对包含转换意识 、语境意识 和差异意识 的翻译视野的强调很有 

必要。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 

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真正深入地理解和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扬长避短，推动中国文 

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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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Cao Danh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Recently，a trend of reflection has emerged in the research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cluding the reflection on the theories themselves． However，misrea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have accompanied the reflection．One of the likely causes is that some 

researchers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ir researches are based on translation， 

and equat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to the original text． This could be seen as an absence of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 aforementioned perspective refers to the awareness and action of the researchers in keeping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translated text based on which their study is carried out，including the 

awaren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awareness of context and the awareness of difference． The 

awareness of transformation means that researchers realize that the translated text results from a shift 

of languages，with an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owing to this shift．The awareness of context means 

that researchers bear in mi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in which W estern 

Iiterary theories have developed，and the cognitive context of the theorists．The culturaI context calls 

for the literary theories that fit the specific time and space，and theorists invariably develop their 

the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gnitive patterns．Therefore，relocating the theories in the specific 

time，space and events， and relating them to the theorists’cognitive contexts conduc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a more precise and in-depth manner． The awareness of difference 

means that researchers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of time and space between original text and its 

translation．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of space，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heory in its original context reflects its close interaction with literary and social practices，but the 

travel' of the theory breaks the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time and space
．  As 

for the difference of time，the publication sequence of the translation replaces that of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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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which hides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echoes among the original works，and highlights the 

answers of different translated works to specific ques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lation． As the 

original works were published in different ages，the answers may greatly vary in both theory and 

method． In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ces may lcad to insignificant comparisons among 

theories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spaces and hasty j udgments on the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theories．Thi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themselves，but also influence 

the effective reference to them．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ncourages U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o study 

dialectically its applic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may help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re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to better absorb their essence，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1iterature and cuhura1 studies when the translation of and the introduction to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re gaining increasing popularity at present．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the growing trend of reflection on W estern lit 

paper points out a gap in the research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flective res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nat 

propos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illing this gap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W ith reference tO translation theories， this P 

erary theories，this 

arch．Starting from 

ure of the gap and 

of the research on 

aper adopts a new 

perspective which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oss——lingual and cross——cultural W estern literary 

research， puts forward an original view that research should include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 Some of the mainstream view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China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is paper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combines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expand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W estern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Key words： W estern literary theory；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wareness of 

transformation；awareness of context；awareness of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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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2017)举行 

2Ol7年 l1月 11 12日，以“社会法与法治社会建设”为主题的法治与改革国际高端论坛在杭州举行，本届论坛由中 

国法学会指导、浙江大学主办，国家“201l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承办，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法学领域著名专家、高校知名教授、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11日上午，开幕式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文显的主持下进行，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邹晓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胡云腾，WTO上诉机构前任主席、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全球经济与环境中心荣休教授 James I．eonard 

Bacchus，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王泽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辉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在首 日的会议中，理论和实务界知名学者分别围绕“法治社会的一般理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社会依法 自治”三个论题展开交流并讨论。次 日的会议分为两个单元和两个分论坛，与会学者就“全民自觉守法”和“矛 

盾依法化解”两个单元展开了精彩的陈述，全国各院校的优秀法学青年学者也在分论坛中展开了热烈交流。在为期两天 

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紧紧围绕“社会法与法治社会建设”发表了有深度、有见地的观点，并就当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存在 

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共同为我国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建言献策。本届论坛在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提供了专家学者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